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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苏俄曾出现了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然而，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
和约以及推行的粮食征集制，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以致命打击。1918 年 7 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
代表大会上提出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案。在这一动议遭到否决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铤而走险，派人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并发动武
装叛乱。对此，布尔什维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叛乱。但这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盟的彻底破裂。而且，在平息
各地叛乱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党派。在 1922 年召开的俄共( 布) 十一大上，俄共( 布) 宣布，“剥夺一切敌
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
编》第 2 分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73 页。) 因此，到 1922 年底，一党执政的局面最终在苏维埃俄国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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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形态探析

郝宇青
(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苏联的官场文化主要表现为: 浓厚的官本位文化、鲜明的政治忠诚意识、严重
的官僚特权现象、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以及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等。这种官场文化在很
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破坏了苏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苏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后
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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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Officialdom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HAO Yuqi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chronicity，the officialdom cul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mainly
manifests as following: strong official － standardized culture，distinctive political loyalty awareness，se-
rious bureaucrat privilege，serious bureaucratism，serious formalism，epicurean lifestyle，etc． The offi-
cialdom culture，to a great extent，devastated the democracy of 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fil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and ru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ll these
factors lead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 officialdom culture; manifestation

在苏联，苏共是唯一的政党，自然也是唯一的执政党。①由于苏联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的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秉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共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

位。而干部是 党 的 意 志、党 的 路 线 的 具 体 执 行 者，斯 大 林 曾 提 出 一 个 著 名 的 口 号: “干 部 决 定 一

切。”［1］( p371) 由此可见，干部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理论上说，苏共及其党员、干部具有先进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觉悟，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



部分，是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正确道路的工具。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种

理论上的应然性并没有变为实然的结果，这种弥赛亚的救世情怀却为日后执政者漠视人民权利，并利用

手中职权攫取利益埋下了伏笔。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了颇具苏联特色的官场与官场文化。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联官场文化的表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而，为了研究的方便，

对此只能使用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以作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宏观把握。基于共时性的分析，苏联的官场文

化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浓厚的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及价值大小通常以是否为“官”以及

官职大小为标准。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原本属于公共组织的权力颠倒为个人权力，并将其运用到

个人的一切活动领域。［2］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做官、做大官常常成为人们一生的追求。而在

这一狭窄的官场道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不知道多少人耗尽了一生的聪明才智，

而他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或悲或喜的无谓角色。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以“官”为本位，使得那些行

政体系以外的职业也常常以“官位”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毫无疑问，官本位文化是一种不健

康的政治文化。在苏联的官场中就弥漫着严重的官本位文化。
应当说，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官本位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虽然高度集

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源于苏联建政之初经济、文化落后的残酷现实，源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渴求，它有助

于实现工业化的初期目标，但同时，这种体制自身却在运行过程中逐渐陷入了官本位的窠臼之中。这主

要表现为: 一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由于政治权力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而政

治权力的全能化、万能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此相对应，则是人们对于底层群众的蔑

视。列宁就曾指出: 一些共产党员“对那些靠汗水和辛劳挣面包、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没有‘官场门路’
的人心怀鄙夷”。［3］( p191) 二是“权力 = 真理”。在苏联，存在着“权力越大，掌握的真理越多”的现象。至

于最高领袖，那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真理了。以斯大林为例。美国学者 W． W． 罗斯托认为，斯大林获得

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权是在 1929 年他 50 岁生日的时候开始的。［4］( p54) 在他获得最高权力的同时，自然

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永不犯错和全知全能的人。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

林 60 岁寿辰宴会上，莫洛托夫说道:“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伟大的思想巨人，更伟大的领袖。但是应当

说，斯大林同志具有比列宁更出色的品质。……斯大林同志可以有资格称为人民的领袖。”［5］( p238) 既然

斯大林是全知全能的人，那么，他必然是理论上的权威。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认为，斯大林是

“专门领域里的科学家———革新者”，是“一切科学的泰斗”。［6］( p530 － 531) 1930 年 10 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

席团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

人。［7］( p479) 于是，斯大林就成为了对苏联社会一切领域发号施令的领袖，他的言论也就成为裁剪苏联社

会一切现实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三是权力的私有化。本来，苏联的政治权力源于人民，理应体现为

人民服务的公共性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公共的政治权力却转化成了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个人服务

的场所。在苏联，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任人唯亲现象、特权阶层的形成以及特权阶层为自己所提供的

各种各样的特殊福利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的表现。特别是干部任命制的实施，上级领导掌握

着对下级的任免权，这样，下级干部为了获得晋升，必然会千方百计投上级之所好。前苏联学者巴甫洛

维奇就认为，一个人职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①这种状况自然导

致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学者指出，“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政治家都‘向下看’，都需要面

向社会和选民，因为他需要选票。但在一个受‘共产党名录’系统控制的官僚体系中，一切都正好相反，

官员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关心其选民的想法。他‘向上看’，关注于他的领导，因为如果领导满意，那其他

4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① 巴甫洛维奇《障碍机制及其实质和消除途径》，华东师范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回顾·反思·教训》第 25 页( 内部教学资料) 。



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8］同时，在苏联还存在着一种变相的权力世袭现象，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私有化

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干部制度的超级稳定，各级权力部门被一批人长期把持

着，不仅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也产生了封建性的“权力圈地运动”，使得苏联政治具有了亲属化、帮
派化、圈子化的特征，出现了苏联人所称的“官僚氏族集团”或变相的世袭制。有资料披露，勃列日涅夫

曾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为其女婿丘尔巴诺夫疏通，让他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这位驸

马爷收受贿赂 654200 卢布( 折合美元 105 万) ，官位却是照样稳坐。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

期，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许多“小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角的平庸之

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财富”。［9］( p332)

二、鲜明的政治忠诚意识

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政治忠诚意识居于特别突出的位置。托洛茨基在 1937 年曾经针对苏联社会

政治生活中的特别强调政治忠诚意识的情形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

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10］( p116) 虽

然我们不能说托洛茨基的话完全正确，但是，他在这里却明确无误地道出了苏共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的特

殊主义的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巴林顿·摩尔也持有与托洛茨基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苏联权力的政治

标准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的特殊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11］( 363)

还有学者如 G·格罗斯曼甚至指称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盗窃政体”: 这意味着个人一旦成为党的权

力机关的一员，就如同参加了一个盗窃团伙，个人献给组织忠诚和服从，组织则给他以职位、晋升和物质

利益上的好处。［12］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马林科夫的副手安娜·楚卡诺娃以其亲身的经历，

证明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她说，中央并不总是根据受贿、腐化堕落等实际情况和诸如党的监察委员

会、国家安全机关的报告，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13］( p368) 这里所谓的不同的人，其实就是由

政治领导人根据这些人的政治忠诚度来判断和甄别的。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度

意识的，常常不至于因受贿、腐化堕落等受到惩罚; 而那些被政治领导人认为政治忠诚度不高的，通常难

逃厄运。
针对苏联党政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主义政治伦理和价值取向，大卫·科兹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

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

有的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在斯大林时期即意味着坐牢或

杀头。而在斯大林之后，“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

权力”。［14］( p37) 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的党政干部也没有摆脱政治忠诚意识的束缚。在 1990 年苏

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思想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利沃夫区党委书记贡恰鲁克仍然强调要政治忠诚，并保护政

治忠诚，他说:“社会应当保护那些忠于党的思想的人们。”［15］( p616 － 617)

的确，苏共要求其成员对党、对事业忠诚是合乎政治逻辑的，但是，它所要求的具有特殊主义性质的

政治忠诚，对于其成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强加的，却不是他们自己内在的选择。正如美国政治

学家科恩所说:“如果一致奉行的目标系由外部强加的，公民对这种社会的忠诚就绝不可能是十全十美

的。”［16］( p232) 这种对政治忠诚的特殊主义要求，在政治权力分配领域往往造成任人唯亲、裙带现象严重

的不良后果( 当然还有出卖、贿赂、逢迎等其他副产品) ，而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在客观上也促使着政

治领袖、政党将那些较为核心和重要的且能够带来丰厚利益的工作给予其值得信赖的人，借此增加他们

手中权力的砝码，增强他们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的权重。

三、严重的官僚特权现象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共领导人十分担心苏共会转变为一个官僚主义集团，但是令人遗憾的

是，在苏联社会中还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阶层。一般认为，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萌芽于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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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期，发展于赫鲁晓夫时期，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据俄国学者的保守估计，官僚特权阶层约有 50
－ 70 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 300 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 1． 5%。［17］( p571)

布哈林早在 1922 年就认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他指出:“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即

使手上长满了老茧……也不能担保不会变成一个新阶级，因为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部分从工人阶级中

上升的人，脱离了工人群众，并以过去当过工人的资格获得了垄断地位，那么他们同样会成为某种种姓，

并且也可能成为一个‘新阶级’。”他还说:“特别是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行政机关

和领导机关都必定比普通工人拿多得多的消费品时，工人群众文化上的落后就会引起部分自身来自工

人群众的干部极其严重地脱离群众的危险……拿工人阶级出身和无产阶级优良品质这样的话来否定这

种危险是无济于事的。”［18］( p265 － 266) 布哈林这里所指的“新阶级”，其实就是后来在苏联社会中形成的党

政官僚特权阶层。应当说，苏联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对苏联怀有好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 1935 年应邀对苏联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他敏锐地观察

到:“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产者

以及工 人 大 军、集 体 农 庄 庄 员 大 军 和 士 兵 大 军 的 精 英 人 物 组 成 的 特 殊 的 共 产 主 义 特 权 阶

层。”［19］( p118 － 119) 美国学者科迪维拉也认为:“在苏维埃政治制度的 74 年中，无数一文不名的人的社会层

次升高了，得到了富裕的生活。有些人是在运动领域得到这种生活，其他人则是在技术领域或军事领域

得到这种生活的。”［20］( p100)

那么，就这样一个队伍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来说，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则是名目繁多的。二次大战以

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制度化”，特权主要表现为: 一是发放“钱袋”。除工资外，每个领导干部还能得

到一个封好了的装钱信封。里面有多少钱，这些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标准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

老百姓无从知道。这种红包超越正常收入之大是惊人的。［21］( p312) 二是享受豪华住房。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住房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干部住房均由国家分配使用。高级干部往往可以获得多套住

房。据称，部长以上干部可享有 4 套住房: 一为在莫斯科的公寓房，二为莫斯科市内豪华别墅，三为乡间

别墅，四为黑海休假别墅。按规定，除公寓及黑海休假别墅外，其余两套住房可以由子女继承。三是享

受名目繁多的特殊服务。高级干部都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医护人员、勤杂人员等，均由国家支付

工资。其中有部分属于工作需要，但大量的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至于特供的紧俏商品的代购券等，

仍按惯例发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主要有: ( 1) 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

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 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

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 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

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

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 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

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 ) 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

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 特卫权。高级官员生活、
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 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22］

对于苏联官僚特权现象，大卫·科兹评论道: “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

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

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14］( p33 － 34)

四、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所谓官僚主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

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 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

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23］( p1227) 据此观察，官僚主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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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则是苏联官场文化的又一表现形态。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已变成了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24］( p204) 他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

分地复活起来”。［25］( p510) 在 1920 年 9 月召开的俄共( 布) 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

的当前任务》中也指出: 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许多管理总局和中央机关中”。［26］( p44) 列宁还

谈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

个。”［27］( p300) 之所以在苏联官场当中会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于: 党与国家同构、党政机构重

叠且人员臃肿、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党的官僚化等等体制架构上的不合理，使得在苏联政治生

活中，在党政官员、机构之间，互相扯皮、遇事推诿、无人负责、办事拖拉和缺乏效率等。［28］在 1920 年 1
月，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说道:“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给令

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

会去跳水自杀。”［29］( p303) 列宁为什么会如此的痛心，以至于要“跳水自杀”? 主要原因就是他对各部门的

职能划分不清，工作机制不顺畅，相互扯皮，无人负责，运转缺乏效率，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等现象感

到不满。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问题的解决只好依靠领导人的批示、通信、
便条等非制度化的方法。而这种不依靠正式制度的情况，到最后反而为人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

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的实质上的缺失，党的领导脱离普通党员和劳动者的倾向越来越严重。［30］( p106)

应当说，列宁认识到了官僚主义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列

宁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官僚主义，以至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成了

苏共的一个顽疾。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克服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其所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斯大林也曾采

取了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但是，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如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巨

人”都无法对付的地步。甚至有人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就是因为

官僚体系过于庞大繁复，他感觉到难以对付，于是在“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

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31］( p576) 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效

果，反而导致官僚队伍的愈加庞大。“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反使

行政系统愈加肿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 30 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

速度 增 长，战 争 逐 渐 到 来，苏 联 已 经 发 展 成 每 两 名 蓝 领 工 人，就 有 一 名 行 政 人 员 的 头 重 脚 轻 之

势。”［31］( p576) 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前，部级单位已由列宁后期的 13 个增加到 68 个。［32］

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曾采取干部轮换制以反对官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却因动了

官僚队伍的奶酪，最终被他们逼宫而下台。深谙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真谛的勃列日涅夫，在

其任内保障了干部队伍的稳定，但是也使这一时期的官僚主义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所以，霍布斯鲍姆

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31］( p576 － 577)

五、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在实际

工作中表现为只图虚名，不讲实效，满足于做追求形式的表面文章”。［23］( p981) 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存在

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做派。
苏联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做法，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理论以及按照这种理论制定出来的政策与苏

联社会实际的脱节。我们知道，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的，这一事实本

身即表明苏共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与落后俄国现实之间存在落差。但是，这种落差并不能阻止苏共在坚

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实践像是社会主义的样

子，于是，在这一动机的促使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弥漫着形式主义的空气。在苏维埃政权建

立时，经托洛茨基提议，列宁同意把政府称作人民委员会，部长称作人民委员，从而摆脱资产阶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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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无产阶级政府具有革命色彩。同时，列宁还认为，“雇农”这一名称“带有侮辱的意思”，主张改称

“农业工人”这一社会主义称呼。［33］( p253) 在 1929 年底，斯大林不顾具体国情，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强制

在农村推行全盘集体化政策，进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

义社会是不能允许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存在的，消灭富农阶级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也被看作是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就出现了 1929 － 1930 年的针对

富农进行的“清洗”。到 1936 年，斯大林在宪法中宣布苏联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

时候，更是不允许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存在了。这一政策给当时的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即

使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斯大林也都把它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因

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34］( p510) 而对于那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相符

合的政策和措施，即使是切实可行的，也不允许存在。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

的分离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形势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是社会

主义，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因此，仍然在 50 年代初合并集体农庄，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多。
在 1952 年经济学家萨宁娜和温什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

庄时，斯大林批评道: 这“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35］( p646) 因为在

斯大林看来，如果允许这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政策、措施存在，就称不上社会主义了。在苏联其他

领导人那里，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存在的。在赫鲁晓夫时期，他为了建立所谓的“全民国家”，并向共产主

义过渡，径直把许多集体农庄改为国营农场，二百多万农庄庄员即由此一跃而成为农场工人。在勃列日

涅夫时期，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者，都不能

摆脱形式主义的羁绊，且为人们提供了形式主义的样板，那么，在其周围乃至整个苏联都染上了形式主

义的毛病。而且，领导人的爱好经过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的渲染，便更加强化了形式主义。在苏联，标

语、口号满天飞，许多工厂和车间都以领导人的名字或“红色”词语来命名，在人们的日常的辞藻中充满

着“革命话语”等现象。事实上，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拉大了官员与民众的心理距离，也造成了民

众政治心理上的冷漠等后果。
其实，在苏联的官场文化中，还有其他类型的表现形态，例如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等。如勃列日涅

夫本人酷爱打猎、居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在他坐上总书记宝座后，当他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

时，他竟自豪地领着他的母亲观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俨然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哪里还有什么共

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可言。又如，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室主任的瓦·博尔金根据亲身经历而指出:

“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

也给自己 留 一 份。很 难 相 信，有 谁 到 企 业 参 观 视 察 之 后，其 汽 车 后 备 箱 中 没 有 放 进 参 观‘纪 念

品’。”［36］( p26)

毫无疑问，这种官场文化是和先进、崇高等绝缘的，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破坏了苏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败坏了苏共的政治形象，到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
因此，对于斯大林那句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以及在这句口号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值得深刻反

思。而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在此，我们记住列宁的话是有益

的。他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

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25］( p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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